第一課　基督教早期入華史概述                               摘自：中國教會史
新約《馬太福音》卄八19記載了耶穌對門徒的命令：“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從此，一代接一代的基督徒，都遵奉耶穌的“大使命”吩咐，向全世界廣傳福音。
福音甚麼時候傳來中國呢？
有人說，應從耶穌的門徒巴多羅買來中國算起。但這件事在歷使文物和典籍中找不到印證，所以我們暫時只能把它當作一種傳說。就目前掌握的歷史資料而言，關於基督教早期流傳中國的歷史，當以唐朝時的景教史實最為可靠。1625年，陜西省西安西郊出土了一塊刻製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18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石碑，碑高四尺七寸半，寬三尺五寸，上端刻著十字架。據這塊石碑碑文記載；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景教士阿羅本來華，唐太宗特遣重臣房玄齡迎入長安，為他建教堂於義寧坊；高宗時代，朝廷在全國各地興建景教教堂，出現了“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

所謂景教，學者們根據上述碑文和1899年在中國敦煌石窟中發現的景教文獻進行研究，確知它就是基督教的涅斯托利教派﹝Nestorians﹞。這個教派有句名言：“上帝並非兩三個月大的嬰兒。”反對稱馬利亞為“上帝之母”。由於他們特別強調耶穌的人，所以在431年的以弗所第三次大公會議上被譴責為異端。此後，這一教派在波斯建立了基地，並派傳教士來到中國。

845年，唐武宗主要因經濟上的矛盾，下令消滅佛教，景教、伊斯蘭教和拜火教等外來宗教也遭受池魚之殃。這次消滅宗教的做法非常徹底，以至於佛教所有傳統的大支派和景教等外來宗教都一蹶不振。唐朝以後，中原已不見景教蹤影，僅在中國北方的部份少數民族中有所流傳。

元朝﹝1217-1368年﹞時的宗教政策比較寬鬆，得以在中國復興的景教，卻有了“也里可溫”教的新名。“也里可溫”本是蒙古與，意思是“奉福音的人”。1300年，中國已有三萬景教徒，朝廷專門設立了一個名為“崇福司”的機構，對他們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

這時，天主教也開始傳到中國。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大流派，元朝人也稱他們為“也里可溫”。當蒙古大軍西進歐陸的時候，天主教皇依諾增德四世﹝Innocent IV﹞派專使於1245年到達中國，朝見元定宗。元定宗信了天主教以後，法國國王派了三位修士到中國聯絡，可惜來到時元定宗已去世，只帶回了皇后的回信。此後，元朝和羅馬教廷常有使節往還。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委託兩位來華經商的意大利商人返國時去羅馬請求教皇派科學家和宗教家一百人來中國。教皇聞訊，派修道士和意大利商人來中國覆命。他們不幸在途中予遇到戰爭，修道士折回，只有意大利商人到了中國。其中一位商人的兒子名叫馬哥波羅，他根據途中見聞寫了一本書，就是世界知名的《馬哥波羅遊記》。

1294年，約翰‧蒙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奉教皇的差派，來到中國大都﹝今北京﹞傳教，受到元成宗的歡迎。他在大都建起三座教堂，1305年曾為六千人施洗。

元朝時“也里可溫”教雖然興旺一時，但只在蒙古人，西域人和在中國居留的外國人當中傳播，所以一旦執掌權的蒙古人被明太祖朱元璋逐出中原，“也里可溫”也就隨風而去。

明朝末期，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1583年，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來華。他下了十年功夫學習中國語文，然後攻讀古典，經、史、子、集皆曉其義；又通過譯書和示範，把西方天文、地理、數學、醫藥、機械，以及製造槍炮的技藝介紹給中國。他翻譯的西方著作，都獻給朝廷，所以很得神宗皇帝的器重。明末時，官僚和士大夫信教的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宰相的徐光啟以及李之藻、瞿式耜等人。

利瑪竇在中國立定腳跟的原因，首先是他按照使徒保羅所講“在甚麼樣人中成甚麼人”的教訓，努力使自己的生活習慣中國化；第二，是他深知政府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努力爭取其同情和支持；第三，是他以中國傳統文化學者的身份結交中國官僚、士大夫，取得成功。

1644-1662年，是明清兩朝交替期。耶穌會平安地渡過了這一動亂時代，並得到新朝代統治者的重用。年輕的清順治皇帝，對負責整頓曆法的德籍耶穌會士湯若望特別敬重，稱呼他為“瑪法”﹝滿州話：父親﹞。

順治皇帝英年早逝，年僅八歲的康熙即位，政權掌握在鰲拜等保守大臣手中。他們製造了一樁稱為“曆獄”的冤案，事先擬定要把湯若望處以“肢解”的酷刑。不料，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在朝廷上正式定案宣判之時，忽然發生強烈地震，保守大臣大驚，改判湯若望“監候斬”﹝死緩﹞。此後三天，北京地震不斷，人們不敢進屋做事睡覺，人心惶恐不安。太皇太后出面，令立即釋放湯若望；但同案受牽連的李祖白等五人都被冤殺，“曆獄”也未平反。次年 ，湯若望去世。

1700年，中國教會興旺發達，信徒已大達三十萬人。

然而，就在這時出現了“禮儀之爭”：耶穌會士學習中國古典，了解中國文化，知道孔子不是中國的上帝，孔廟是學者聚會的地方；認為燒香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對先人的尊崇和紀念。因此他們主張對中國禮儀採取包容態度，在基督教的儀文中，則允許按中國的風俗習慣有所變通。多明尼會和方濟各會的修士對耶穌會士的這些做法大為不然，於是將此事上報教皇，引起一場長達七十多年的“禮儀之爭”。爭論初期的幾位教皇基本上同意耶穌會士的做法，但反對的言論越來越激烈，也就逐漸使後來的教皇改變了立場。1704年，教皇格來孟十一世批准公佈掌管教義審理中的“聖職部”製作的一個文件，禁止耶穌會在中國傳教活動中的變通辦法，同時派多羅主教來中國，希望中國方面對這個文件有所諒解。1705年4月，多羅到達北京，康熙皇帝先是以禮相待，後來見他對自己的意見不肯稍有遷就，就下逐客令。1706年，康熙皇帝下達一道聖旨，宣佈凡傳教士必須持有朝廷准許傳教的印票，並同意使用中國禮儀，才准傳教。耶穌會士將這道聖旨轉呈教皇，希望對1704年的文件有所變通，然而教皇格來孟十一市世關上了與中國皇帝和解的大門；不僅重申1704年的文件有效，而且發不新的指示，強調說凡是不絕對遵守1704年的文件規定的人，將被開除教籍。

康熙皇帝沒有得到教皇讓步的任何表示，就於1722年去世。他的繼任者雍正皇帝本來就不贊成基督教，後來因其政敵有基督教的背景，對基督教就更加痛恨，於是下令進一步嚴禁基督教，以至於日後新教﹝編註﹞傳教士來華傳教，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做起。

編註：作者於本書中所用的“新教”一詞，指十六世紀改教運動後的更正教﹝Protestants﹞，即今日通稱的基督教，有別於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
作業﹝討論題目﹞：

1、 基督教是鴉片戰爭後隨帝國主義來中國的，是嗎？

2、 因基督教從海洋上來到中國所以教“洋教”，對嗎？

3、 甚麼是“禮儀之爭”？你對爭論雙方有何看法？

第二課　新教來華

十九世紀是全世界教會普遍覺醒時期，新教徒為遵奉耶穌交付的“大使命”，高度重視海外佈道工作，並不遺力地加緊推行，湧現了一大批捨身奉獻、廣傳福音的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就是其中的一位傑出人物。
1807年9月7日，英國差會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出的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傳教，抵達澳門。當時的中國，對西方世界來說，完全是一片陌生、神秘而詭異的土地。馬禮遜來華之前，有人問他：“你真的相信自己能改變中華帝國崇拜偶像的陋習嗎？”馬禮遜說：“不，我不能；但我期望上帝能做到這點。”

滿懷熱情的馬禮遜到澳門後，才發現在偌大一個中國面前，自己卻不得其門而入。當時，清朝政府厲行海禁，海路通商，只限廣州一口，而且貿易雙方只限固定的專門機構：中方是廣州“十三行”，英方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就是說，除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外國人根本不能合法地進入廣州；即使進了廣州，活動範圍也限制在“十三行”地區，根本接觸不到一般的中國老百姓。他還發現，自己在這裏是一個誰也不歡迎的人：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歡迎傳教士，是恐怕傳教活動會招惹上麻煩，可能給公司的生意造成不利的影響；澳門不歡迎他，因為澳門屬葡萄牙所管，而葡萄牙是天主教國家，當然不喜歡心教的傳教士在這裏招搖。他還發現，傳教需要語言溝通，而學習中j文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當時，清朝政府嚴禁向洋人傳授中文，有膽敢教授洋人學習中文者，一經發現，往往要被當作漢奸處以死刑。

為了能以合法的身份在澳門住下來，馬禮遜不得不加入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為了學習中文，他付極高的薪酬請了中文老師。納位老師身上經常揣著毒藥，準備萬一被官府發現，就立即仰藥自殺，免得受酷刑摧殘，更免得牽連家屬。

馬禮遜獨自一人在澳門工作了七年。到了1814年，倫敦會才派了米憐﹝William Milne﹞來協助他。但米憐沒有合法的身份，澳門當局只允許他短暫停留。米憐和馬禮遜商議；不可能傳教，在澳門開展工作也有諸多不便，不如把傳教基地建在南洋英國或荷蘭的殖民地區，那裡新教勢力較大，便於開展工作；而且那裏有許多華僑，可作為傳教對象。後來選定的南洋基地市英屬馬六甲，那裏的工作由米憐主持。

馬禮遜在澳門、廣州等工作了27年，若說直接傳教，他的功效不高，一共只發展了10名信徒，不過其中有兩位留名青史：一位名蔡高，是中國地一位受洗得新教信徒；另一位明梁發，是中國第一位新教牧師，近代中國著名得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就因洪秀全讀了他撰寫散發的福音小冊子《勸世良言》而起。
馬禮遜一生中最大的成績在文字工作方面。首先，是他以個人之力翻譯了聖經。把聖經翻譯成中文是一件巨大的工程，當時許多權威人士和機構對這件事都望而卻步：英國德亨的主教認為進行此事所需經費浩大，無法供應；經坎特伯里大主教提議，基督教學術推進會經過4年時間的考慮，終於斷定在當時翻譯中文聖經沒有可能；而在1804年新成立的聖經公會也自認對此事無能為力。然而就在這時，年僅二十多歲的馬禮遜默默地開始了這一偉大的工作。他以天主教巴設的《新約譯稿抄本》為基礎，經過長達六年時間的艱苦奮鬥，終於譯成新約，於1814年在廣州出版。接著，又與米憐合譯舊約，1819年譯成後於馬六甲出版；1823-1824年間，又將新、舊約合為一本出版，名為《神天聖書》。此書開聖經中譯本的先河，其出現是中國教會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次，是他參考數千種中文典籍編寫了一本華英字典，名為《五車韻府》，於1823年在澳門出版。此書不但為日後來華的傳教士和其他外國人學習中文提供了極大方便，也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與此同時，他們又開始興辦教育。1815年，米憐在梁發的協助下，在馬六甲開辦了一個啟蒙學堂，招生五名。1818年，在這個學堂的基礎上，辦啟了“英華書院”，課程除中文科目外，大都搬用英國現行的中學課程。這個書院為中國培養了許多著名的外交、商務人才和基督教神職人員。鴉片戰爭期間，無中英雙方的翻譯大多出於這個書院。英方首席翻譯官馬儒翰，是馬禮遜之子，曾在英華書院學習中文；中國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翻譯亨特﹝美國人﹞、袁德輝、梁進德﹝梁發之子﹞，都出於英華書院。此外還有唐廷樞，是中國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官辦大型現代企業；又有何福堂，是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

馬禮遜又最早在中國開辦基督教醫療服務。1820年，他在澳門開設了一家中式醫館，聘請中西醫師，以免費醫療服務作為傳教的媒介；1827年，又增設一家眼科醫院；六年以後，又在廣州開設了一家眼科醫院，眼科醫生聘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醫師擔當。

1815年8月5日，馬禮遜、米憐、梁發等人又在馬六甲策劃出版了中國第一份民辦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計簿》，既宣揚基督教教義，也反應社會現實狀況，影響至為深遠，被稱為中國報業史的“先鋒”。

馬禮遜於1834年8月1日病逝於廣州。在華傳教士和洋商為了紀念他，成立了“馬禮遜教育會”。1839年，該會在澳門開辦了一所學校，聘請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生勃朗﹝S. R.  Brown﹞為教師。這所學校首批六名學生中，有三位後來赴美國升學，學成歸國，成為中國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曾帶領包括詹天佑﹝後為中國近代最有名的鐵路工程師﹞、唐紹儀﹝後為國務總理﹞在內的一百多名中國少年官費留學生赴美留學，在中國留學史上寫下了極其重要的篇章。

馬禮遜是新教來華傳教的第一人。他除了直接傳教外，還進行寫作、興辦教育、印行報紙、開展醫療，對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徹底奉獻精神將永存在世世代代的中國基督徒和所有中國人的心中。

作業﹝討論題目﹞：

1、 馬禮遜來華傳教之初，面臨哪些困難？

2、 馬禮遜在中國有哪些“第一”？

3、 太平天國與基督教有何關係？
第四課　基督教與晚清中國　現代化進程

基督教來華初期，傳教效果不大的原因，除國人的大力排拒外，還有傳教士的傳教方法不為國人所喜。

當時，傳教士直接佈道的主要形式是街頭宣講、巡迴佈道和散發傳單。街頭宣講和巡迴佈道，由於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傳教士所講的福音很難大動人心；人們往往抱著看稀奇事物的心態來觀賞洋人出洋相，某些人有時還會對傳教士嬉笑怒罵，甚至拋石驅趕。散發傳單的效果也差，因為傳教士的中文水平差，僱來幫助編寫傳單的人也大多數不具備足夠的學養，傳單文字常常不詞不達意，有時甚至不知所云，以至於閱讀者興趣缺缺。梁發說，據他所知，只有一個人的信主經歷似乎與閱讀傳單有關。

一些傳教士慢慢發現，辦教育是一個有效的傳教途徑。最初傳教士辦教育，一是為了讓人識字才好讀聖經，二是想主動擔負起教育中國人的責任。在辦學的過程中，他們逐漸明白，這才是在中國傳教的一條絕佳途徑：學校開學，就有了一批固定的忠實聽眾，任你口若懸河，雄辯滔滔，大講其基督信仰，學生們總是那麼認真而虔敬地洗耳恭聽。除了學校的課堂，在當時的中國，上哪裏去找這麼好的佈道場所，又上哪裡去找得到這麼聽說聽教的好聽眾！
傳教士最早開辦學校，要從1818年馬禮遜等人辦英華書院算起，但1818-1875年的57年間，教會學校的發展並不很快。1875年的中國，共有教會學校350所，主要是小學，學生有6,000人。1875年以後，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社會對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的需求激增。教會學校是當時中國唯一的新式教育機構，所以有了飛躍式的發展。迄1899年為止，教會學校已發展到1766所，其中已有許多中學，大學也有了5所。

1905年，中國廢除科舉考試，各省紛紛建立新式學校，但其教學水平根本不能與已有近百年辦學實踐的教會學校相提並論；實際上，當時各級新式學校的教師，絕大部份來自教會學校。當時的教會學校，可說是日正中天，幾乎每一間教堂的附近，就必然有一所新式學校。此外，女子上學，也是教會學校開風氣之先；為了方便女子上學，教會還辦了一些專門的女子學校。與此同時，傳教士還在少數民族當中興學。英國傳教士格柏里在人跡罕至的苗鄉貴州石門坎辦學，使幾千年來只有極個別人識字的苗民不僅有了小學生、中學生，而且有了大學生，使石門坎這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通公路的閉塞地區被當時人稱為“中國西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1918年，全中國共有教會學校一萬三千多所，學生超過35萬人。

辦醫療是傳教士的又一傳教途徑。傳教士早期開辦的醫療機構，可以追溯到1820年馬禮遜在澳門設立的中式醫館。1834年，伯駕在廣州行醫，可作為基督教在華醫療傳教事業的正式開始；他在次年辦起的“博濟醫院”，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化醫院。發展到1914年，在中國的教會醫院裏，有外籍男醫生300人，外籍女醫生135人，外籍護士112人，華籍醫生94人，門診治療達213萬人，接受住院治療為十二萬七千人。教會醫院對貧苦的病人贈醫施藥，既解除病人的肉體痛苦，又儘量找機會拯救他們的靈魂，許多病人及其家屬都深為感動，不少人因而信仰耶穌。

教會興辦的學校和醫院都有社會福利性質。此外中國還有許多社會福利事業都是教會率先興辦起來的。其中，1840年德國差會巴陵會在香港開始的孤兒院，1874年北京穆雷希爾盲人院的建成，1887年登州出現的聾啞學校，1891年聖公會傅特醫生在廣東北海倫敦會普仁醫院中附設痲瘋病院，1898年嘉約翰在廣州芳村建立瘋癲病院，都可以冠以“中國第一家”的徵號。此外，中國是個天災頻仍的國家，救災在中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社會福利工作，一有災荒，國家和社會都要大力賑濟。1876-1879年，華北五省連年大旱，死亡人數高達二千萬之眾。李提摩太等傳教士通過努力，在海內外徵集到大批救災物質，又及時送到災區分發，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得到朝野上下的盛讚。

教育是現代化國家立國的基礎之一，醫療和福利事業的發展水平是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指標。在西方傳教士的推動下，中國現代教育已經部分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現代醫療和社會福利事業則從無到有，並有長足的進步。

與此同時，還有一部分西方傳教士熱衷於把西方的科學技術、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引進中國，加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他們認為：傳教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中國社會文化土壤“板結”，基督教既難於在這種土壤生根，更難以開花結果。要中國人順利地接受基督教，就應該讓中國的社會文化土壤變得像西方國家那樣，這是為福音廣傳必須進行的預備工作。他們進行的工作，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進入中國政府的洋務機構，擔任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工作。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1862年進入清朝訓練外語人才的同文館擔任總教習，主持館務三十多年，把同文館辦成了一個全面講授西方文化科技知識的學府。1898年，丁韙良又受聘就任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為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奠定了堅實的現代化基礎。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職28年，翻譯西書129種，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識介紹給中國人。

二是出版報刊和書籍。中國第一份民辦報紙市馬禮遜、米憐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接著，許多西方傳教士都辦起了報紙。中國早期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是基督教辦的。這些報紙，除傳播福音、報導教會工作外，還大力介紹西方現代思想、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

在基督教報刊當中，對中國現代進程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主編的《萬國公報》。該報著重介紹西方的最新知識和思潮，並發表鼓吹現代化和政治體制變革的文章，成為當時關心國是、憂心大局的各界人士爭相閱讀的報紙。清政府內主張搞現代化的洋務派高官張之洞、曾紀澤等經常閱讀該報；力主變法圖強的光緒皇帝非常重視該報，曾下令按期呈覽；搞戊戌維新的康有為、梁啟超，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成長，也是源於這張報紙；革命黨人有許多也是這張報紙的忠實讀者，孫中山《上李鴻章萬言書》就首次發表在這張報紙上。

基督教的出版機構，主要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廣學會。廣學會通過編譯西書，介紹西學、鼓吹新政，啟迪民智、匡時拯俗，在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和民國建立三個歷史階段中都起到了領導思想新潮流的作用。迄1907年為止，廣學會出版了300多種書籍，累計印數進百萬冊。當時閱讀廣學會書籍蔚然成風，朝廷命官、士大夫和社會賢達，幾乎是人手一冊，影響至為深遠。

西方傳教士為了傳播福音，在中國興辦了許多現代教育、醫療、福利事業，出版了許多書報介紹西方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科技知識，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進程。業迹斑斑，有目共睹。可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笑納了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現代化厚禮，卻拒絕了他們傳播的福音。

作業﹝討論題目﹞：

1、 基督教與中國教育的關係如何？

2、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醫療事業的關係如何？

3、 基督教與晚清中國現代化進程關係如何？
PAGE  
8

